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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评估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影响是当前研究的热点。 选取景观生态风险指数作为道路生态环境效应评估指标，基于

土地利用、遥感、气象、地形和社会经济等数据，评估了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青藏铁路格⁃拉段沿线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变化特征，并
结合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了景观生态风险的驱动因子。 结果表明，青藏铁路格⁃拉段沿线地区整体景观生态风险较

低，并呈现明显的东北部最高、中部较高而西南部最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且距铁路中心线越近，景观生态风险越高；青藏铁路格⁃
拉段建设后，景观生态风险呈微弱上升态势，景观生态风险指数由建设前的 ０．２９ 上升到建设后的 ０．３０；同时，在青藏铁路格⁃拉
段修建和运营期，沿线地区景观生态风险呈现持续增加态势，景观生态风险指数上升速率约为 ０．４０％ ／ ａ，且有沿铁路呈点和轴

状扩散的趋势；景观生态风险的驱动因子主要为植被覆盖度、降水和海拔（ｑ＞０．４４） ，其次为气温、经济发展和人口密度 （ｑ＞
０．１３），且植被覆盖度与海拔和与温度的交互作用对景观生态风险的解释力最高（ｑ＞０．６１），但在铁路运营期，经济发展和夜间灯

光对景观生态风险的贡献率呈现增加趋势。 这表明，青藏铁路格⁃拉段建设和运营带来的人类活动强度增加，加剧了青藏铁路

格⁃拉段沿线地区的生态风险。 研究结果可以深化对陆路交通生态环境影响的认识，为国家制定合理的道路修建策略提供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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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ａｒｅ ｐｉｖｏｔａｌ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ｒｏａ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ｒｅａｓ． Ｗ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ｆｆｅｒ ｚｏｎ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ｒｏｂｕ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 ｉ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ｒｅｇ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Ｒａｉｌｗａｙ

交通基础设施的修建和运营对生态环境具有深远的影响。 大量研究表明，陆路交通基础设施会显著改变

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如增加自然景观的破碎度、侵占和破坏动植物的栖息地、道路致死和阻隔物种的迁徙

等，对生态脆弱地区的影响尤其明显［１—６］。 首先，道路建设会破坏地表植被和土壤结构，改变其原有的生态功

能，进而可能加剧水土流失、路域荒漠化和土地退化。 例如，基于野外调查和遥感监测的相关研究表明，青藏

铁路及附属设施占用对道路两侧缓冲区内的植被具有明显的破坏作用，导致植被生物量和丰富度显著下

降［４—７］。 其次，道路建设形成的干扰廊道会分割自然景观和破碎物种生境，进而对动植物产生阻隔和过滤作

用。 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婆罗洲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导致道路网络 １ ｋｍ 缓冲区内的景观连通度急剧下降，景
观连通度指数由 ８９％下降到 ５５％［１］。 在青藏高原地区，青藏铁路的建设导致其 ６０ ｋｍ 缓冲区内的景观破碎

度增加了 ５０％［２］。 因此，正确评价和全面分析交通基础设施产生的生态影响，可以最大限度地了解和缓解道

路对自然生态系统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维持生态系统完整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目前针对交通基础设施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研究，主要采用单一指数法和综合指数法。 单一指数法通

过分析单一生态要素指标的变化，反映交通基础设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２，６—８］，如以青藏铁路为研究对象利用

归一化植被指数［６，９］、以长湘公路走廊带为研究对象利用景观破碎度指数［１０］、以常州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景观

连通度指数［１１］等。 然而，由于生态环境的系统性和复杂性，采用单一指数法难以体现交通基础设施对生态环

境的整体影响。 相对而言，综指数法基于多种单一指数或指标，利用统计方法获取能够反映生态系统面对外

界不利干扰时的风险或脆弱性综合指数，能够反映交通基础设施对生态环境的综合影响［１２—１７］。 综合指数法

可进一步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主要基于 ＥＩＡ、ＳＥＡ、压力⁃状态⁃响应和生态环境敏感性等评估框架，结合研究

区实际情况，从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社会和环境等方面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专家打分

法、模糊数学法或人工神经网络等方法计算得到一个生态敏感性、风险或脆弱性综合指数［４，１２—１５］。 然而，由
于评价尺度和目的不同，目前尚缺乏统一、公认的指标体系和多因素耦合方法。 第二类选取能同时反映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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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生态过程变化特征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１６，１８—１９］，可以更加直接和有效地评估道路对生态环境影响的

空间异质性，是深入认识道路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效应的重要发展方向。
青藏高原位于我国西部，被称作“世界第三极”，是全球环境变化的敏感区［２０］ 和生态脆弱带［２１］。 青藏铁

路修建在敏感且脆弱的高海拔生态系统，是研究道路的建设及运营对生态环境效应影响的理想区域［９］。 本

研究以青藏铁路格⁃拉段为研究对象，选取景观生态风险指数为道路生态环境效应评价指标，通过评价沿线地

区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格局，并结合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探讨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对景

观生态风险的影响机制，以期揭示青藏铁路格⁃拉段的修建和运营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 本研究可以深化

对陆路交通生态环境影响的认识，为铁路沿线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与修复重建工程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青藏高原（２５°５９′３７″Ｎ — ３９°４９′３３″Ｎ， ７３°２９′５６″Ｅ — １０４°４０′２０″Ｅ）是地球纬度最低、海拔最高和形成时

代最新的高原，总面积约 ２５４ 万 ｋｍ２，平均海拔大于 ４０００ ｍ。 该区属高山高原气候，年均温大于 ０ ℃，年均降

水量在 ４００ ｍｍ 左右。 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草地和森林，面积占分别为 ５９．１６％和 １０．２０％［２２］。 青藏铁路是青

藏高原最重要的区域性交通主干道之一，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且穿越冻土最长的铁路。 本研究主要关注格尔

木至拉萨段（简称“格⁃拉段”），该路段东起青海省格尔木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全长约 １１４２ ｋｍ（图 １）。
格⁃拉段始建于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建成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投入运营。

图 １　 青藏铁路格⁃拉段空间分布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ｌｍｕｄ⁃Ｌｈａｓａ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Ｒａｉｌｗａｙ

１．２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包括气象、遥感、社会经济、土地利用和其他数据，数据来源和预处理如下。
１．２．１　 气象数据

气象数据主要包括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每 ５ 年的年均气温和年降水量。 该数据由基于青藏高原及其周边气象观

测站的气温和降水数据 （来自国家气象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ｃｍａ． ｃｎ ／ ），利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发的

ＡＮＵＳＰＬＩＮ ４．４ 软件中的薄盘样条法进行空间插值得到，空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
１．２．２　 遥感数据

遥感数据主要为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每 ５ 年的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ＮＤＶＩ），该
数据由美国航空航天局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ｍｏｄｉｓ．ｇｓｆｃ．ｎａｓａ．ｇｏｖ ／ ）提供的 ＧＩＭＭＳ 和 ＭＯＤＩＳ（ＭＯＤ１３Ａ３）获取，空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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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率分别为 ０．０８３°×０．０８３°和 １ ｋｍ×１ ｋｍ，均重采样至 １ ｋｍ×１ ｋｍ。 年 ＮＤＶＩ 采用最大值合成法提取得到。
１．２．３　 社会经济数据

社会经济数据包括 ＧＤＰ、人口密度、人造夜间灯光分布和铁路空间分布。 其中，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每 ５ 年的

ＧＤＰ 和人口密度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ｓｄｃ．ｃｎ ／ ），空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每 ５ 年的人造夜间灯光分布数据来源于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ｔｐｄｃ．
ａｃ．ｃｎ ／ ），空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 铁路空间分布数据来源于 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ｏｒｇ ／ ）。
１．２．４　 土地利用数据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每 ５ 年的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数据共享服务系统全球 ３０ ｍ 地表覆盖

精细分类产品 Ｖ１．０（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ｃａｓｅａｒｔｈ．ｃｎ ／ ），空间分辨率为 ３０ ｍ，是本研究时段（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可公开获

取的最高分辨率土地利用数据。 本研究将土地利用数据重分类为未利用地、水域、耕地、灌草地、林地和人工

用地六类。
１．２．５　 其他数据

其他数据包括数字高程模型（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ＤＥＭ）、坡度、起伏度和冻土分布。 ＤＥＭ 来源于中

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空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 坡度和起伏度均由 ＤＥＭ
计算得到。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每 １０ 年冻土分布数据来源于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ｔｐｄｃ．ａｃ．ｃｎ ／ ），
空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
１．３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ｄｅｘ， ＥＲＩ）反映了在自然或人为因素影响下，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

相互作用破坏维持自身结构和功能的程度［２３—２４］，由反映生态系统内部脆弱的景观脆弱指数 Ｆ ｉ和反映生态系

统外部干扰的景观干扰指数 Ｅ ｉ计算得到［１６，２３，２５—２８］：

ＥＲＩ ＝ ∑
Ｎ

ｉ ＝ １

Ｓｋｉ

Ｓｋ

× 　 Ｆ ｉ × Ｅ ｉ （１）

式中，Ｎ 为研究单元内景观类型的数量；Ｓｋｉ表示研究单元 ｋ 中景观类型 ｉ 的面积；Ｓｋ表示研究单元 ｋ 的面积。
关于 Ｓｋ的取值，前人研究受数据源或研究范围限制大多选取 ５ ｋｍ×５ ｋｍ［２９］ 或更大（如 ８ ｋｍ×８ ｋｍ［１６］ ）的值，
仅有少部分研究选取 ３ ｋｍ×３ ｋｍ［１７］或更小（如 １．５ ｋｍ×１．５ ｋｍ［３０］ ）的值，本研究依据研究区内的景观特点以

及可获取数据的空间分辨率，将 Ｓｋ取值为 １ ｋｍ×１ ｋｍ，相较前人研究本研究尺度相对精细。 参考相关前人研

究［２５，２７］，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本研究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脆弱度由低到高进行了以下排序：人工用地＜林
地＜灌草地＜耕地＜水域＜未利用地，并依次赋值 １、２、３、４、５、６。 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数值进行归一化获取得到

相应土地利用类型的 Ｆ ｉ值。 Ｅ ｉ通过对景观类型 ｉ 的景观破碎度（Ｃ ｉ）、景观分离度（Ｓｉ）和景观优势度（Ｄｉ）进行

加权平均计算得到：
Ｅ ｉ ＝ ａ × Ｃ ｉ ＋ ｂ × Ｓｉ ＋ ｃ × Ｄｉ （２）

Ｃ ｉ ＝
ＮＰ ｉ

ＣＡｉ
（３）

Ｓｉ ＝
　 ＮＰ ｉ × ＣＡｉ

２ＣＡｉ
（４）

Ｄｉ ＝ ０．５ ×
ＮＰ ｉ

ＮＰ ｉ

＋ ０．５ ×
ＣＡｉ

ＣＡｉ
（５）

式中，ａ、ｂ、ｃ 表示 Ｃ ｉ、Ｓｉ和 Ｄｉ的权重，参照前人相关研究［１６，２３］，分别取值 ０．５、０．３ 和 ０．２； ＮＰ ｉ为景观类型 ｉ 的斑

块数量；ＣＡｉ为景观类型 ｉ 的总面积。
本研究利用自然断点法将景观生态风险划分为低风险（ＥＲＩ ＜ ０．２８）、较低风险（０．２８ ≤ ＥＲＩ ＜ ０．４０）、中

等风险（０．４０ ≤ ＥＲＩ ＜ ０．５８）、较高风险（０．５８ ≤ ＥＲＩ ＜ ０．８１）和高风险（ＥＲＩ ≥ ０．８１）这五类。 相较其他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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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自然断点法能使每一组内部的相似性最大，而外部组与组之间的相异性最大［３１—３２］，能更加客观地得到

景观生态风险的分级结果。
１．４　 道路影响范围的确定

研究道路建设及运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评价，需要确定道路的影响范围。 参照相关前人研究［２６］，本研

究通过沿青藏铁路格⁃拉段建立系列缓冲区，分析不同缓冲区内 ＥＲＩ 的特征和变化趋势，进而确定青藏铁路

格⁃拉段对景观生态风险的影响范围。 结果表明，青藏铁路格⁃拉段沿线不同缓冲区 ＥＲＩ 年均值在空间上大致

呈三个变化趋势，１—８ ｋｍ 内 ＥＲＩ 随缓冲区增大而降低，９—１２ ｋｍ 内 ＥＲＩ 相对稳定，１３—６０ ｋｍ 内 ＥＲＩ 趋于平

稳（图 ２）。 这意味着超过 １２ ｋｍ 后，青藏铁路格⁃拉段可能不会对 ＥＲＩ 产生影响。 鉴于上述实验结果，并参考

其他相关研究结果［２，５，２６］，本研究设定青藏铁路格⁃拉段对景观生态风险影响的范围为 １２ ｋｍ。

图 ２　 青藏铁路格⁃拉段周围景观生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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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驱动因子分析

本研究基于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对青藏铁路格⁃拉段景观生态风险空间格局的控制因子及各因子之间

的交互作用进行了定量分析。 地理探测器是一种用于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背后驱动力的统计学方法，主
要包含因子探测器、交互探测器、风险区探测器和生态探测器四个部分［３３］。 其中因子探测器用于探测各因子

对因变量空间分异性的解释力；交互作用探测器用于识别不同因子的交互作用对因变量的解释力；风险区探

测器用于判断子区域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生态探测器用于比较不同因子对因变量的空间分布影响是否存

在显著性差异。 参考前人相关研究［２，３４—３５］，结合青藏铁路沿线实际情况，同时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本研究

从植被、气候、社会经济和地形四个方面选取 １０ 个控制因子，包括 ＮＤＶＩ、年降水量、年均气温、冻土分布、人造

夜间灯光分布、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海拔、坡度和地形起伏度。 其中，经济发展因子参考相关前人研究［３６—３７］

以人均 ＧＤＰ 来表征。 利用因子探测器和交互探测器分析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的驱动因子及其交互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需要首先将空间数据离散化，但以往研究大多依靠主观经验采用单

一的数据分类方法进行数据离散化。 例如，黄土高原生态脆弱性评估研究［３７］ 和交通网络对景观格局影响研

究［１９］中均仅采用自然断点分类法，喀斯特地区土壤污染风险的评估研究［３８］ 中仅采用等间距分类法离散化，
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估研究中仅采用 Ｋ⁃ｍｅａｎｓ 分类法，盗窃犯罪易发地的识别研究［３９］ 中仅采用分位数分

类法。 这可能会导致数据离散化情况较差，进而不能准确定量评估空间尺度效应。 为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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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了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模型［４０］，采用了相等间隔分类、自然断点分类、分位数分类、几何分类和标准差分

类 ５ 种分类方法，将分类等级设置为 ３—７ 类，筛选 ｑ 值最大的驱动因子分类方法和分类等级作为地理探测器

分析的最优参数。 该方法可以进一步提取地理特征和解析空间变量包含的信息，显著提高空间分析的精度和

驱动因子的显著性。

图 ３　 青藏铁路格⁃拉段景观生态风险分级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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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青藏铁路格⁃拉段沿线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及其时间变化特征

青藏铁路格⁃拉段沿线景观生态风险整体较低（图 ３ 和 ４），低风险面积占比超过 ６０％，且呈现东北部最

高、中部较高而西南部最低的空间格局（图 ３）。 其中，较高和高风险面积占比不超过 ９％，主要分布在铁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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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和中部地区，如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和安多县；低风险和较低风险面积占比超过 ８０％，主要分布在铁路

的中部边缘和西南部，如那曲县和当雄县等。 此外，距离铁路中心线越近，景观生态风险越高（图 ２ 和 ３）。

图 ４　 青藏铁路格⁃拉段景观生态风险不同等级面积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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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铁路格⁃拉段修建之后，沿线景观生态风险呈现微弱上升趋势，ＥＲＩ 由建设前（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的 ０．２９
上升到建设后（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的 ０．３０。 在铁路运营期，景观生态风险指数以 ０．４０％ ／ ａ 的速率上升，这表明沿

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风险在不断加剧。 同时，在青藏铁路格⁃拉段修建和运营期（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铁路沿

线大部分区域景观生态风险呈现持续增加态势，主要表现为低风险面积占比 ０．６０％ ／ ａ 的幅度下降；较低风

险、中等风险和较高风险面积占比呈现微弱上升趋势；高风险面积占比 １．４０％ ／ ａ 的幅度上升（图 ４）。 其中，东
北部、西南部边缘和中部部分地区景观生态风险加剧趋势尤为显著，且有沿铁路中心呈点状和线状扩散的趋

势。 景观生态风险维持不变的地区呈现零星分布，且分布在距离铁路较远的区域。 此外，格尔木市和拉萨市

中心城区的景观生态风险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青藏铁路格⁃拉段中心线附近的景观生态风险上升趋势更加

显著（图 ３）。
２．２　 青藏铁路格⁃拉段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变化的驱动因子分析

图 ５ 所示，青藏铁路格⁃拉段各控制因子对景观生态风险的影响力较稳定。 其中，ｑ 值排名前三的始终为

ＮＤＶＩ、降水和海拔，ｑ 多年均值分别为 ０．５３、０．５１ 和 ０．４９，远高于其他指标；ｑ 值相对较低的始终为经济发展、
温度和人口密度，ｑ 多年均值分别为 ０．２０、０．２０ 和 ０．１８；冻土分布、人造夜间灯光分布、坡度和起伏度对景观生

态风险的解释力最弱，ｑ 值均小于 ０．１０。 这表明，铁路沿线景观生态风险主要受植被覆盖度、降水量和地形条

件控制。 同时，各指标对景观生态风险的影响存在相互作用，主要表现为双因子和非线性增强作用（图 ６），且
与非线性增强相比，双因子增强作用对于青藏铁路格⁃拉段沿线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的解释力更大。 其中，
在铁路运营前（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年）ＮＤＶＩ 与海拔的双因子增强作用对于青藏铁路格⁃拉段沿线的景观生态风险具

有最大的解释力，ｑ 值均超过 ０．６３；而在铁路运营后（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具有最大解释力的交互作用变为 ＮＤＶＩ
与温度（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和 ＮＤＶＩ 与冻土分布（２０２０ 年）。 此外，所有因子间均存在相互作用，ＮＤＶＩ 与各因子

交互作用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ｑ 值均超过 ０．５４，其中 ＮＤＶＩ 与降水、温度和海拔的交互作用始终排名前三。
这说明青藏铁路格⁃拉段沿线的景观生态风险主要受 ＮＤＶＩ 与降水、温度和海拔的交互作用控制。

此外，青藏铁路格⁃拉段建设后社会经济因素对景观生态风险的解释力在增加，而自然因素对景观生态风

险的解释力在下降。 其中，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经济发展和人造夜间灯光分布的 ｑ 值较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分别上升了

１６％和 ２２％。 而海拔和降水的 ｑ 值分别下降了 １３％和 １０％。 这表明随着青藏铁路格⁃拉段的建设和运营，人
类活动对景观生态风险的影响逐步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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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青藏铁路格⁃拉段景观生态风险因子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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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ＤＶＩ：归一化植被指数，Ｐｒｅ：降水，Ｔｅｍ 表示温度，ＰＡＮＤＡ：人造夜间灯光分布，ＰＦ：冻土分布，ＰＤ：人口密度，ＥＤ：经济发展，Ｅｌｅｖ：海拔，

Ｓｌｏｐｅ：坡度，ＲＤＬＳ：地形起伏度

图 ６　 青藏铁路格⁃拉段景观生态风险因子交互作用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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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数值表示因子交互作用的解释力，颜色表示交互作用的种类

３　 讨论

３．１　 时空格局与控制因子分析

　 　 本研究发现青藏铁路格⁃拉段沿线景观生态风险整体处于较低水平，这与过去有关青藏铁路沿线生态风

险评价的结果一致［９］。 这主要是因为研究区地处青藏高原，植被类型较单一，道路简单稀疏，人类活动的强

度和广度相对较低［４１—４２］。 然而景观生态风险存在较强的空间异质性，呈现明显的由东北部最高、中部较高而

西南部最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与陈辉等［４］选取雪灾、旱灾、崩塌滑坡等生态风险指标，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对该

区进行的生态风险分析结果一致，也与 Ｍｉａｏ 等［２］针对该地区景观破碎度的研究结果也一致。 同时，距离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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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近景观生态风险越高，这与李延森等［５］ 和马超等［６］ 在青藏铁路沿线的研究结果一致。 这可能是因为铁路

作为线性景观要对原有土地利用的分割作以及铁路吸引沿线地区人口聚集带来的较高的土地利用改变程度，
导致越靠近铁路中心线，景观斑块数目越多，景观破碎度、景观分离度和景观干扰度均较大。 此外，城市区域

的景观生态风险较高，可能是由于铁路和市区道路交叉形成复杂路网，导致景观破碎和分离严重，景观干扰指

数较高，景观生态风险偏高。
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本研究发现青藏铁路格⁃拉段修建后整体景观生态风险呈上升态势，这与 Ｍｉａｏ

等［２］的研究相似。 原因可能是铁路修建之后，伴随着人类活动的强度和范围增大，景观类型发生改变，景观

破碎化程度加剧且景观分离度增加，导致景观生态风险上升。 同时，在空间格局上，景观生态风险有沿铁路中

心在较落后地区呈点状扩散而在较发达地区呈线状扩散的趋势，这与张镱理等［２６］ 和董仁才等［１５］ 的研究一

致，同时也符合陆大道［４３］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点⁃轴系统”理论模型。 这可能是因为在较落后地区，如当雄

县和色尼区，铁路的聚集和辐射作用仅局限于城镇中心附近，形成点状格局，随着距离增大而衰减；在较发达

地区，如格尔木市和拉萨市的核心城区，铁路的聚集和辐射作用增强，形成轴状格局［２６］。 此外，景观生态风险

的变化趋势在城市和非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城市核心区域表现为减小趋势，而非城市区域表现为增加

趋势，这与 Ｍｏ 等［１６］对北京市主要道路路网和 Ｌｉｎ 等［１７］ 对福建省闽江上游地区主要道路路网的研究结果相

一致。 这可能是因为在城市核心区域，随着城市的建设和扩张，其他景观类型逐步向人工用地转变，首先引起

景观脆弱指数呈现下降趋势；其次，随着人工用地斑块的扩大，景观破碎度和分离度减小，导致景观干扰指数

呈现下降趋势，最终引发景观生态风险下降。 而在非城市区域，因主要景观类型为草地或森林，道路修建和运

营带来的人工用地扩张直接引起景观破碎度的急剧增大，进而加剧了景观生态风险。
从控制因子来看，本研究发现植被覆盖度、降水和海拔是控制青藏铁路格⁃拉段沿线景观生态风险空间格

局的最主要因子，且自然因素为主要控制因子，社会经济因素为次要控制因子，这与陈辉等［４］ 和 Ｚｈａｎｇ 等［４４］

的研究结果一致。 同时本研究还发现铁路沿线的景观生态风险主要受植被覆盖度与海拔、温度和降水的交互

作用控制，这与 Ｍｉａｏ 等［２］和郭兵等［４５］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温度和降水是影响该地区植被生长发育和植被覆

盖的重要因子，同时海拔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植被生长和分布状况［４６］。 例如，研究区东北部年降水量较少，
主体景观为高寒荒漠，植被覆盖度较差，易发生崩塌滑坡，景观生态风险相对较高；西南部主要位于山谷中，年
均温较高，降水量较大，主体景观为高寒草甸，植被覆盖度较高，景观生态风险较低。 此外，青藏铁路格⁃拉段

建设后，吸引沿线地区人口聚集，进而提高了人类活动强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加快城镇扩张速率［４７］，直
接带动了当地人均 ＧＤＰ 的增加，使社会经济因素（如经济发展和人造夜间灯光分布）对景观生态风险的解释

力呈现较大幅度增加的趋势（１６％和 ２２％）。 这表明铁路建设带来的人类活动强度增加，加剧了青藏铁路格⁃
拉段沿线的景观生态风险。
３．２　 研究展望

相较于已有研究，本研究选取景观生态风险指数作为道路生态风险评价指标，并通过缓冲区敏感性实验

确定了道路对生态风险的影响范围，能较好地反映青藏铁路格⁃拉段对沿线地区景观结构和生态过程变化的

影响。 从控制因子来看，本研究采用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模型对景观生态风险的控制因子进行分析，可以更

有效地定量识别各控制因子及其交互作用对景观生态风险的解释力。 同时，本研究采用综合指数法的景观生

态风险指数模型，不仅可以有效地评估青藏铁路格⁃拉段沿线的生态环境效应，解决单一指标难以反映交通基

础设施对生态系统影响的复杂性和整体性等问题，且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一致［２，４，９，１５］，说明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模型在评价青藏铁路沿线的适用性。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首先，本研究采用青藏铁路格⁃拉段沿

线长时间序列的土地利用数据来计算景观生态风险指数，没有考虑气候和社会经济变化对土地利用改变的影

响；其次，本研究景观生态风险指数的重要指标之一景观脆弱度指数的计算依赖于专家经验，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和不确定性。 未来研究应深入探讨气候和社会经济因素与该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关系，并加强针对不同地区和

不同生态风险评价指标的对比研究，以降低生态敏感地区陆路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效应评估的不确定性。

４３７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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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是我国“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４８］，在保障水资源供应、水源涵养、生物多样

性保护、碳收支平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４９］，生态地位极其重要。 但该地区是我国典型生态脆弱区［２１］，多
年冻土面积占比约为 ４０％［５０］，对人类活动和气候变暖极为敏感［２０］。 尽管本研究发现青藏高原格⁃拉段沿线

地区整体景观生态风险较低，但是铁路的修建和运营会导致景观生态风险呈上升态势，景观格局破碎化程度

加剧。 这表明青藏高原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带来物种栖息地的丧失，生境连通性的降低以及水系连通

度的破坏，导致生态系统脆弱性增加，降低生态屏障功能。 此外近几十年来青藏高原地区气候变暖的趋势明

显［５０］，冻土融化会严重威胁该地区道路路基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因此，本研究建议未来在青藏高原地区进行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之前，应进行生态环境评估和气候变化模拟；在交通基础设施修建过程中，尽量以桥代路和

修建生态廊道，以提高物种栖息地连通性和保持水系连通度，尽可能降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在交通基础

设施运营期，应在沿线地区建立生态缓冲区［５１］，促进生态恢复和保护，同时建立健全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对可

能产生的生态风险进行调控和干预，以维护青藏高原地区的生态地位。

４　 结论

采用基于综合指数法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模型，定量评价了青藏铁路格⁃拉段沿线地区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景

观生态风险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机制。 整体上，该地区景观生态风险保持相对较低水平，但空间异质性显著，
呈现出东北部较而西南部较低的分布格局；同时，越靠近铁路中心线，景观生态风险越高，且城市区域的景观

生态风险显著高于非城市区域。 在铁路建设和运营期内（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景观生态风险整体呈上升态势，城
市区域呈下降趋势，而非城市区域呈上升趋势。 从景观生态风险的控制因子来看，自然因素为主控因子，景观

生态风险主要受植被覆盖度与降水、温度和海拔的交互作用控制；尽管社会经济因素为次要因子，但其对景观

生态风险的解释力在铁路运营期呈显著增加态势。 本研究结果表明，青藏高原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修建和运

营会加剧沿线地区的生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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